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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差异化空间效应

　———基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实证研究

胡珮琪，蒋姝睿，马　中

摘　要：为提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在该区

域探究了三次产业集聚对城市大气污染的差异化影响。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该区域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

相关性。“２＋２６”城市一二三产业集聚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第一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影响并不显著，二三

产业集聚水平对大气污染均具有显著的本地和空间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区域内各城市

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化和能源消费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效应

的存在证明了打破区域行政边界、进行产业布局和污染治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多方位

实现一体化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策略、提升引进企业的环保门槛、合理规划城市化建设、经济手段和行政

手段相结合治理大气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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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大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的一个重大挑战。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中国大
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首次提出区域联防联控政策。２０１３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首次定义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了提升大
气污染治理效率，２０１７年环境保护部设定了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北京和天津２个直辖市，
以及石家庄、唐山等其他２６个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简称 “２＋２６”城市。启动 “２＋２６”城市
政策以来，该地区实施了严格的大气污染减排政策，针对 “散乱污”企业采取了一系列大气污染监
管措施［１］。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使得大气污染问题得到缓解，但也导致很多企业停业，造成当地行业
产值的损失［２］（Ｐ１１）。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发布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将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划定为大气污染重点区域，并进一步加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政
策。同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成立，该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得到
完善。“２＋２６”城市政策的实施使得当地大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２０１８年全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ＰＭ２．５的年均浓度值为６０μｇ／ｍ

３，同比下降１１．８％。然而，“２＋２６”城市的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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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１８年，该区域ＰＭ２．５的年均浓度值约为全国地级市平均水平的

１．５４倍。同年，该区域优良天数平均占比仅为５０．５％，远远低于全国的７９．３％。不断严格的大气
环境治理政策和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在优化产业结构与保护大气环境之间达到平衡
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按国民经济部门划分的三次产业从不同方面对区域雾霾污染造成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产业中

的秸秆燃烧、化肥使用和畜禽养殖均是雾霾污染的重要排放源。在农作物秸秆燃烧过程中，一方面
将直接排放大量的ＰＭ２．５和ＰＭ１０等一次颗粒物，产生雾霾污染［３］；另一方面其排放的其他一次污染
物，如二氧化硫 （ＳＯ２）、氮氧化物 （ＮＯｘ）和可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等，通过化学反应最终生
成大量气溶胶和ＰＭ２．５等二次颗粒物，进一步促进了雾霾污染的发生［４］。第二产业中，雾霾污染的
主要来源是工业排放和建筑扬尘。研究证实工业排放不仅会产生大量一次颗粒物，还会由于其他常
规污染物在空气中的相互反应生成二次污染物，进一步造成雾霾污染［５］。建筑扬尘排放的颗粒物是
雾霾污染的另一个主要的工业来源［６］。此外，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也是造成雾霾天气的一个重要
原因［７］。研究发现，机动车尾气排放的一次颗粒物以及 ＮＯｘ 和碳氢化合物 （ＣＨｘ）在空气中反应
后生成的二次颗粒物均是区域ＰＭ２．５的重要来源［８］。目前，产业集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任
务之一。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于地区产业集聚化、现代化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２０２０
年７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明确指出要提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产业集中度，到２０２２年建设形成３０个
特色鲜明的产业集聚区。对于一二三产业来说，产业集聚可能通过资金、技术和人力的集中化、规
模化，优化排放效率，降低环境污染［９］；也可能会在当地造成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导致环境的
负外部性［１０］。国民经济三次产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是未知的。在环境问题仍然紧迫的形势背
景下，地区各产业的集聚对区域环境质量是否会造成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分析相关
地区产业集聚的环境影响，特别是不同产业集聚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可以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理论
参考和政策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本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ＤＭ），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层面数据，探究一二三产业集聚水平和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通过分解
出该区域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打破行政边
界解决区域经济与污染之间平衡问题的必要性，并针对不同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的效应提出了差异
化的发展策略与政策建议。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１）研究对象上，细分了国民经济
三次产业的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本地和周边城市的经济发
展、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消费和科技进步等相关因素对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且运用空间计量
模型以更准确地反映研究区域产业与污染的动态关联，也更符合跨区域角度联防联控的决策逻辑。
（２）研究空间尺度上，在既往文献多从省级层面探讨产业集聚空间效应的基础上，将空间尺度进一
步聚焦至地级市层面，使得研究在以城市为大气污染主体控制单元的政策背景下更为精准。（３）研
究范围上，在现有研究产业集聚的文献中，尚未有文献涉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区
域研究。本研究着眼于 “２＋２６”城市范围，拓展了相关文献的实证研究范围，也可以为现阶段政
府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提供经验参考。

二、文献综述

目前，产业集聚会对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通过规
模效应，集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可以获得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９］。杨仁发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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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证明我国省域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１１］。蔡海亚等验证了中国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证实产业协同集聚的提升有助于抑制雾霾污
染［１２］。另一些学者指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的扩张和资源消耗会加剧区域的环境污染［１３］。Ｄｅ　Ｌｅｅｕｗ
等认为工业产业集聚的规模化是加剧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１４］。袁华锡等发现，基于外商直接投资
视角时，产业集聚提高单位百分点将增加０．４２８％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１．３８１％的人均工业废
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以及０．２４０％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１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和环境污
染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曲线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１６］。刘宁宁等从空间溢出视角，证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省域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型曲线关系［１７］。李小帆等
验证了中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各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且呈现倒 Ｕ型的非线性
关系［１８］。而在探究产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时，学者们大多仅从单个产业集聚
的角度出发，以工业或服务业产业集聚作为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进行分析［１９］。王素凤等利用工业
集聚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工业集聚及其与城镇化耦合效应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发现工业集聚与环境
污染之间满足倒Ｕ型曲线关系，而工业集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２０］。谢
荣辉等区分了相对专业化集聚和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大气污染的影响，但其专业化和多样化是仅
针对单个国民经济产业进行的区分［２１］。

此外，大气污染是一个跨界污染问题，区域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作用关系，面板数据研究无法
探讨大气污染的溢出效应［２２］，学者们开始将空间因素纳入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的研究［９］［１７］。相较其
他空间模型，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通过同时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衡量区域内的
空间溢出，适合分析区域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２３］（Ｐ４６）。钟娟等在对中国２１０个城市构建产业集
聚、开放经济对污染减排的空间杜宾模型时发现，产业集聚能够促进污染减排，且具有显著空间效
应［２４］。但是目前运用ＳＤＭ分析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溢出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省级层面。修国义等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产业集聚与人口规模的长期相互作用可抑制雾霾污
染［２５］。

由上可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大部分以工业或服务业产业集聚为单
一研究对象，而且有关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对产业
集聚的分析也较少考虑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差异，缺乏对区域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统筹规划。此
外，在利用空间计量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的产业集聚研究中，现有文献的研究尺度多集中在省级层
面，聚焦地级市层面的相关研究较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作为国家重点实施大气污
染治理的政策区域，与之相关的研究却仍较为缺乏。基于既往文献中存在的污染溢出效应，本研究
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２＋２６”城市区域的地级市层面数据，进一步对产业集聚
按照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加以划分，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评估该区域一二三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差
异化影响，以期探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模式，拓展相关领域实证研究，为区域产业发展和大气
污染治理提供精准化、因地制宜的决策支持。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

（一）模型设计
１．产业集聚水平的计算。区位熵可以消除地区之间的规模差异，相较于其他衡量指标可以更
加真实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结合既往文献经验，研究采用区位熵作为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
指标［１１］［２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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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ｉｒ／∑ｉｅｉｒ

∑ｒｅｉｒ／∑ｉ∑ｒｅｉｒ
（１）

其中，Ａｉｒ表示ｉ地区第ｒ产业的区位熵，ｅｉｒ表示ｉ地区第ｒ产业增加值。本研究选取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２＋２６”政策范围内各地级市的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计算第一、二、三产业的
区位熵，用以衡量各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区位熵越高表示该产业在当地的集聚水平越高。

２．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研究区域是否具有空间研究价值，首先应从经济学
角度讨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大气污染是否具有空间效应。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被广泛应
用于空间经济学，以计算在空间上相互邻近的区域属性值的关联程度，因此研究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来度量 “２＋２６”城市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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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ｎ代表所有观测单元的个数；ωｉｊ代表空间权重；ｘｉ和ｘｊ分别代表观测单元ｉ和ｊ的属性
值；ｘ代表观测单元属性值的平均值；Ｓ２ 代表观测单元属性值的方差。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的取值范
围为 ［－１，１］。当Ｉ∈ ［－１，０）时，即表示观测区域的邻近单元之间呈现显著空间负相关；当Ｉ
∈ （０，１］时，即邻近单元之间为空间正相关；当Ｉ＝０时，表示观测区域没有显著空间自相关关
系。

３．计量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产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是简单
的线性关系［１６］［１９］。因此，本研究在模型设计中引入产业集聚水平的平方项，探究产业集聚与大气
污染的非线性关系，以期更精准地刻画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大气污染的动态影响。为了控制不
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研究也应选取一定的控制变量。参考既往文献［１５］［２７］［２８］，本研究加入经济发
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等五个控制变量。此外，基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等提出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ＥＫＣ）假说模型［２９］（Ｐ９），并结合已有文献中关于ＥＫＣ呈现
二次函数或三次函数形式的实证结论［３０］，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平方项和三次方项。为消除不
同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量纲差异，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形式处理，最终模型设计如下：

　ｌｎＰ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ＦＡｉｔ＋β２（ｌｎＦＡｉｔ）
２＋β３ｌｎＳＡｉｔ＋β４（ｌｎＳＡｉｔ）

２＋β５ｌｎＴＡｉｔ＋β６（ｌｎＴＡｉｔ）
２＋β７ｌｎＧｉｔ

＋β８（ｌｎＧｉｔ）
２＋β９（ｌｎＧｉｔ）

３＋β１０ｌｎＥｉｔ＋β１１ｌｎＵＲｉｔ＋β１２ｌｎＴＥＣＨｉｔ＋β１３ｌｎＦｉｔ＋ηｉ＋δｔ＋εｉｔ
（３）

其中，Ｐｉｔ表征污染水平，ＦＡｉｔ表征第一产业集聚水平，ＳＡｉｔ表征第二产业集聚水平，ＴＡｉｔ表征
第三产业集聚水平，Ｇｉｔ代表经济发展水平，Ｅｉｔ代表能源消费水平，ＵＲｉｔ代表城市化水平，ＴＥＣＨｉｔ
代表科技进步水平，Ｆｉｔ代表对外开放水平，β是解释变量参数项，β０ 是常数项，ηｉ 是个体固定效
应，δｔ是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是回归误差项。
基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性和外溢性，有必要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模型。研究通过结合ＳＤＭ，

构建了产业集聚水平与大气污染关系的空间计量模型。ＳＤＭ的一般形式如下：

ｙ＝ρＷｙ＋Ｘβ＋ＷＸθ＋ε （４）
其中，ｙ表征因变量，即公式 （３）中的污染水平，Ｘ表征自变量，即公式 （３）采用的各解释

变量。Ｗ 是Ｎ×Ｎ的空间权重矩阵，用于反映观测样本单元之间的空间关联。Ｗｙ表征因变量的空
间滞后项，ＷＸ 是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ε是误差项。ρ、β、θ是变量参数。本研究采用考虑空间
距离的地理距离矩阵Ｗｇ，即：

Ｗｇ＝ｗｉｊ＝
１
ｄｉｊ　

ｉ≠ｊ

０　ｉ＝
烅
烄

烆 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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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ｄｉｊ是城市间的地理距离，通过城市经纬度计算。地理权重矩阵需进一步进行矩阵标准
化处理。
在使用ＳＤＭ分析该问题时，必须保证该模型满足θ≠０且θ＋βρ≠０这一假设条件。当θ＝０时，

式 （４）可以被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ＡＲ）；当θ＋βρ＝０时，式
（４）可以被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当θ＝０且θ＋βρ＝０时，式 （４）可
以被简化为不考虑空间效应的传统面板模型，此时与式 （３）等价。验证空间杜宾适用性的具体检
验包括ＬＭ检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检验、Ｗａｌｄ检验和ＬＲ检验等。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在该空间回归

模型中不再适用，而极大似然估计依然适用［３１］（Ｐ４６）。此外，Ｌｅｓａｇｅ等提出ＳＤＭ 估计的解释变量系
数缺乏准确性［２３］（Ｐ３４），这是由于ＳＤＭ中存在空间效应，仅关注解释变量的系数无法得到准确边际
效应，继而得出错误的估计结论。本研究遵循了Ｅｌｈｏｒｓｔ的解释，并且改写ＳＤＭ 模型为如下形
式［３２］：

ｙｉｔ ＝ （Ｉ－ρＷ）－
１（Ｘｉｔβ＋ＷＸｉｔθ＋ηｉ＋δｔ＋εｉｔ） （６）

其中Ｉ表示单位矩阵，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求解ｙｉ 关于Ｘｉ （ｉ＝１，２，…，ｎ）的偏导矩阵，将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加总为总效应。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①为研究样本。“２＋２６”城市是指 《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２０１７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确定的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涵盖了北京、天津、河北、
河南、山东和山西６个省市的２８个城市。
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并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必要的

数据处理，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各变量间数据量级存在差异，证明了对模型中变
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的必要性。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２００７年为基期，运用相应的指数，对

ＧＤＰ进行了不变价处理。此外，本研究采用全社会用电量衡量能源消费水平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基于文献经验，全社会用电量和城市能源消费具有高度相关性，将全社会用电量作为衡量能源
消费水平的指标已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二是考虑到该指标精确性高，数据来源十分可靠，有利于确
保解释结果的精准性［３３］［３４］。年均ＰＭ２．５浓度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发布

表１　研究区域选取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表征 符号 定义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大气污染水平 Ｐ 年均ＰＭ２．５浓度 μｇ／ｍ
３　 ５９．５６６　 １５．４５３　 ２３．３６５　 ８６．７３２

第一产业集聚水平 ＦＡ 第一产业区位熵 ／ １．４４７　 ０．８１３　 ０．０９３　 ３．４７１
第二产业集聚水平 ＳＡ 第二产业区位熵 ／ １．１３６　 ０．１８７　 ０．４６６　 １．５９７
第三产业集聚水平 ＴＡ 第三产业区位熵 ／ ０．８０１　 ０．２３０　 ０．３９５　 １．７２５
经济发展水平 Ｇ 国民生产总值 （ＧＤＰ） 亿元 ２７１０．２１９　３１００．６４８　 ２７３．２４０　 １９０８８．５３０
能源消费水平 Ｅ 全社会用电量 亿千瓦时 ２６４．６８９　 ２１５．１９６　 ２９．６１８　 １１２６．２００
城市化水平 ＵＲ 人口城镇化率 ／ ５０．１０４　 １５．６１０　 ２１．７２７　 ８６．５１０
科技进步水平 ＴＥＣＨ 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 １０２０　 ４０３９　 ３　 ４１３９６
对外开放水平 Ｆ 外商直接投资和ＧＤＰ的比值 ／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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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 “２＋２６”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

邯郸市、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济南市、淄博市、济宁市、德州市、聊城市、滨州市、菏泽市、郑州市、

开封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



的基于卫星监测的全球栅格数据，人口城镇化率和全社会用电量来源于各省 （地级市）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发明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ＣＮＲＤ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其余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产业集聚分析
根据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第一、二、三产业区位熵的计算，得到各城市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三大产业集聚水平①，并计算区域各年均值。区域整体的第一、二、三产业
区位熵均值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有所增强，表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三次产业的整体集
聚水平得到提升 （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三次产业集聚水平区域均值

表２展示了相较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６年，产业集聚水平有所上升 （下降）的城市。可以看出，城市
之间产业集聚水平的年际变化差异明显，不同产业之间各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变化情况也有所不
同。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６年北京市的三次产业集聚水平相较于２００７年均有所下降，这与北京市近
年来强调疏解非首都功能，关停、转移和调整北京整体产业链的相关政策相符合。
此外，区域内部各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集聚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对各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

三次产业集聚水平计算十年间均值，发现一、二、三产业平均集聚水平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开封市
（３．１８１）、濮阳市 （１．４６０）和北京市 （１．６３６），十年间平均集聚水平最低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
（０．１２６）、北京市 （０．４８９）和濮阳市 （０．４５８），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同一城市不同
产业之间的集聚水平也存在显著区别。以北京市为例，其第三产业在区域内具有最高的平均集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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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展示全部结果，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表２　产业集聚水平上升 （下降）的城市名单

产业 产业集聚水平上升城市 产业集聚水平下降城市

第一产业 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衡水、太原、阳泉、长治、

晋城、济南、淄博、济宁、德州、滨州、菏泽、安阳、鹤壁、

新乡、焦作

北京、天津、石家庄、廊坊、聊城、郑

州、开封、濮阳

第二产业 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定、沧州、衡水、长治、晋

城、德州、聊城、滨州、郑州、开封、鹤壁、新乡、焦作、

濮阳

北京、天津、廊坊、太原、阳泉、济

南、淄博、济宁、菏泽、安阳

第三产业
天津、沧州、廊坊、太原、阳泉、长治、晋城、淄博、济宁、

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开封、安阳、鹤壁、焦作

北京、石家庄、唐山、邯郸、邢台、保

定、衡水、济南、郑州、新乡、濮阳

平，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平均集聚水平都在区域内处于最低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北京市以发展第
三产业为主，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因此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再以濮阳市为例，其第二产
业表现出最高的产业集聚水平，第一产业集聚水平较强，但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却处于区域最低，说
明濮阳市的产业集聚集中在第一、二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尚未形成。省会城市或直
辖市的平均集聚水平更容易表现出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较低、第三产业较高的特征。例如第一产业
十年间平均集聚水平排名后五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天津、太原、阳泉和郑州，其中４个为省会城
市；第二产业十年间平均集聚水平排名后五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石家庄、太原、济南和开封，均
为省会城市；第三产业平均集聚水平排名前五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天津、太原、济南和郑州，均
为省会城市。

（二）空间相关性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大气污染变量的 Ｍｏｒａｎ’

ｓ　Ｉ指数均大于０，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体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污染存在空间
聚集效应，进而证明了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的必要性。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大气污染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在这１０年间区域内部污染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有所增强。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大气污染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

变量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Ｐ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９＊＊＊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为显著性水平。

进一步考察区域内部各城市大气污染空间自相关的差异。研究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散点图测
量局部空间自相关［３５］。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分别是高－高聚集型和低－低聚集型城市，意味着大气污
染较高 （低）的城市，其周边的大气污染也较高 （低）；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分别是低－高聚集型和
高－低聚集型城市，表示大气污染较高 （低）的城市，其周边的大气污染反而较低 （高）。本研究以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为例，绘制了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散点图 （如图２所示）。各
年份中，大部分城市的大气污染指标都位于图中第一或第三象限，表明大部分城市都是高－高聚集
型城市和低－低聚集型城市。大气污染较高 （低）的城市在空间上更易聚集，区域内大气污染的空
间差异较小，城市之间具有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
为考察区域内部城市大气污染变量空间自相关的年际变化，依据大气污染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

数散点图，进一步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对区域大气污染影响较为显著的高－高聚集型城市。尽管全
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证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整体的空间聚集性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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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６年大气污染指标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的散点图

所增强，各城市的聚集特性保持相对稳定，大气污染变量的高－高聚集型城市在不同年份之间稍有
变动。其中，始终为高－高聚集型的城市包括滨州、沧州、德州、菏泽、衡水、济南、济宁、聊城、

天津等，说明这些城市的高污染往往也伴随周边城市的高污染问题。变动的城市包括安阳、保定、

鹤壁、开封、濮阳、唐山、淄博等，表明这些城市污染水平的空间聚集特性还不够稳定。
（三）产业集聚与大气污染的空间计量分析
１．ＳＤＭ适用性检验。为了避免空间面板模型的伪回归，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首先依据

Ｌｅｖｉｎ等提出的ＬＬＣ检验［３６］，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在１％的水平上拒绝原假
设，说明数据平稳。为确保空间计量模型的适用性，依据混合最小二乘法 （ＰＯＬＳ）的回归结果进
行空间效应诊断，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在地理权重矩阵下，面板模型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指数通过了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再次证明构建的模型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是必要的。

表征ＬＭ检验结果的四个相关统计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ＳＡＲ与ＳＥＭ模型同时适用，可以
进一步考虑ＳＤＭ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通过了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此外，

由于选择的样本并非随机而是基于政府政策，样本城市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其结果对于其他
地区的推广性较难验证。基于这两点，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较为合理。Ｗａｌｄ检验
与ＬＲ检验均通过了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ＳＤＭ 比ＳＥＭ 和ＳＡＲ更加适用于研究设定的
空间面板模型。此外，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均通过了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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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采用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并依据Ｌｅｅ等的方法进行极大似然估计［３７］。

表４　ＬＭ检验、Ｗａｌｄ检验和ＬＲ检验的结果

ｌｎＰ 检验结果 ｌｎＰ 检验结果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１０．５４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８８．０７＊＊＊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９２．５８８＊＊＊ ＬＭ　Ｌａｇ　 １２８．０２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Ｅｒｒｏｒ　 ５．２７４＊＊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　Ｌａｇ　 ４０．７０６＊＊＊

Ｗａｌｄ：θ＝０　 ６２．６７０＊＊＊ Ｗａｌｄ：θ＋βρ＝０　 ６６．９２０＊＊＊

ＬＲ－ＳＥＭ　 ７２．４４０＊＊＊ ＬＲ－ＳＡＲ　 ６９．０１０＊＊＊

ＬＲ－ｉｎｄ　ｆｉｘｅｄ　 ２６．２７０＊＊＊ ＬＲ－ｔｉｍｅ　ｆｉｘｅｄ　 ６１２．５９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为显著性水平。

２．回归结果分析。考虑到ＳＤＭ回归结果系数本身会存在偏误，再加上分析空间效应主要是为
了区分本地和周边城市的不同影响，本研究将效应分解为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进行分析
（如表５所示）。结果表明，系数ρ通过了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表５　ＳＤＭ的回归结果情况

ｌｎＰ
（３） （４） （５）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ＦＡ　 ０．０３４ －０．４９６ －０．４６２
（０．０７３） （１．３９０） （１．４５０）

（ｌｎＦＡ）２ －０．０１７ －０．６１９ －０．６３６
（０．０３１） （０．６４０） （０．６６６）

ｌｎＳＡ －０．２９７＊ －７．５３８＊＊＊ －７．８３５＊＊＊

（０．１５６） （２．９４５） （３．０４９）
（ｌｎＳＡ）２　 ２．２４４＊＊＊ ３７．６５９＊＊＊ ３９．９０３＊＊＊

（０．５１０） （１１．７６９） （１２．２４９）

ｌｎＴＡ －０．２８３ －７．９２９＊ －８．２１２＊

（０．２１７） （４．２２０） （４．３９４）
（ｌｎＴＡ）２ －０．４１９＊＊ －８．８７２＊＊ －９．２９１＊＊

（０．２０８） （４．３７３） （４．５６１）

ｌｎＧ －４０．９５２＊＊＊ －７３６．５９４＊＊＊ －７７７．５４６＊＊＊

（１０．４８８） （２３４．０９８） （２４４．１３７）
（ｌｎＧ）２　 ２．４６６＊＊＊ ４４．００７＊＊＊ ４６．４７３＊＊＊

（０．６３１） （１４．０９７） （１４．７０１）
（ｌｎＧ）３ －０．０４９＊＊＊ －０．８７６＊＊＊ －０．９２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８２） （０．２９４）

ｌｎＥ　 ０．０５９＊ １．６０１＊＊ １．６６０＊＊

（０．０３１） （０．６３６） （０．６６３）

ｌｎＵＲ　 ０．０６３＊ １．０６８＊ １．１３１＊

（０．０３４） （０．６３１） （０．６５６）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６）

ｌｎＦ　 ０．０３３＊＊＊ －０．６６１＊＊＊ ０．６９４＊＊＊

（０．００８）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７）

ρ ０．７９３＊＊＊

（０．０４６）

组内Ｒ２ ０．７１５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为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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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主要考察组内Ｒ２ 大小。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０．７１５，解释力度较高。

总效应考察的是区域整体情况。主要解释变量中，结合显著性检验和系数符号发现，各城市的

第一产业集聚水平对区域整体的大气污染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各城市第二产业集聚水平与区域整

体大气污染水平之间存在正Ｕ型曲线关系；各城市第三产业的集聚可以缓解区域整体大气污染情

况。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该区域农业大气污染排放量较少，因此第一产业的集聚并不会对区域大

气污染产生显著效应。作为大气污染排放大户，第二产业集聚在形成经济规模效应的同时，也带来

了污染的规模效应，最终成为资源消耗与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现

有的第三产业更倾向于 “服务化”特征，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相较于工业产业更有利于绿色经

济的发展。根据控制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和系数符号，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整体大气污染水平

呈现显著倒Ｎ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ＥＫＣ假设。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会随着各城市对外开放水平、

城镇化水平和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恶化，这主要是地方政府急于谋求地方发展所导致。在引

进外资、城市化建设和能源消费过程中，过低的企业准入门槛、过快的城市扩张、过密的城市建设

和过量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都会导致大气污染水平的上升。科技进步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该区域的科技进步并不会对大气污染造成显著影响，与 “２＋２６”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主要依靠

政策驱动［３８］，而非技术驱动的现实情况相符。

直接效应考察的是本地效应，即区域内某一城市当地的影响因素对该城市大气污染水平的影响

效应。间接效应考察的是空间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周边城市的影响因素对某一城市大气污染水平的

影响效应。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第一产业集聚水平在该区域的本地

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本地及周边城市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和本地大气污染呈现正 Ｕ型曲

线关系，即随着本地及周边城市第二产业集聚，本地大气污染均将经历先有所缓解，后不断加重两

个阶段；本地及周边城市第三产业集聚可以缓解本地城市的大气污染。依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本地及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城市大气污染之间呈现倒 Ｎ型曲线关系；本地及周边城市

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能源消费水平越高，本地大气污染越严重；本地及周边城

市的科技进步水平并不能显著影响本地大气污染水平。

３．讨论。产业集聚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证明了区域内城市大气污染不仅受到本地产

业集聚的影响，还受到来自周边城市产业集聚的影响。这表明单独某个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果很

有可能因为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而被抵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政策区域内各城市在制定

产业政策时，主要是以行政区域为边界，更多考虑自身的发展，城市之间往往存在竞争关系，使得

仅针对单个城市制定的产业发展或大气污染减排政策缺乏对区域整体情况的统筹判断，阻碍了跨区

域的协作共赢。目前，中央政府仅在京津冀地区发布了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还应加快制定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一体化发展政策。在环境治理方面，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环境管理局正式挂牌，成为我国首个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机构，但是，仍需尽快建立集产业整合、

经济发展和大气污染联合治理功能为一体的跨区域管理机构。

对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来说，不同产业的集聚水平对大气污染水平产生的影响

存在差异，应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策略。第一产业集聚对区域大气污染水平无显著影响。在国家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下，通过培育发展绿色、有机特色农业，依托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提升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水平，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进一步带动新型环保产业的发展，既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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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能有效保证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有助于城市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

间寻求新的平衡点。第二产业集聚对区域大气污染水平呈现正 Ｕ型曲线关系。随着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集聚水平不断上升，最终工业集聚将对大气污染产生促进作用。要坚决整治

“散乱污”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工业内部转型升级。尽管短期来看，严格的大气污染管控措

施不可避免会对当地的工业发展产生影响，但从长期看，对 “散乱污”企业进行合理监管，有利于

突出环境绩效良好的企业的发展优势，在工业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当地重污染产业带来结构调

整的机会，有利于行业整体环保能力的提升，也更有利于发挥行业整体的规模效应，既促进环境改

善，又实现第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产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区域大气污染水平。现阶段，地方政

府应引导市场，促进当地服务业集聚发展，助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对于各控制变量来说，第一，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大气污染水平之

间都满足ＥＫＣ假设，且呈现倒Ｎ型曲线。在大气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上升的时期，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政府大气治理势必会面临严峻压力，政府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应是将污染

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尽可能减少对公众和环境的损害。随着区域内经济进一步发展至第二个拐

点，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大气污染状况改善，政府治理压力也会随之减少，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大

气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其次，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与能源消费水平对区域整体大气污染水平均

呈现正向影响。这是因为过低的外资引进门槛、过急过快的城市发展以及不清洁的城市能源消费均

会加重区域大气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应当警惕在外资引进、城市化和能源消费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

污染问题。科技进步水平对区域城市大气污染影响并不显著。这与目前的大气污染治理仍是以政策

作为主导有关，技术进步促进大气质量改善的驱动力不足。现阶段，仍应当整合资源，合理制定规

划，继续发挥政策驱动优势。

４．稳健性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空间权重矩阵，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很可

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１５］。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加强研究的论证分析，通过替换

空间权重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学者们通常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可总结为三种：二元邻接矩阵、地

理距离矩阵和地理经济距离矩阵［３０］［３９］（Ｐ１９）。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地理权重矩阵分别替换

为二元邻接矩阵和地理经济距离矩阵来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分别用Ｗｂ和Ｗｇｅ 进行表征。

Ｗｂ ＝ｗｉｊ ＝
１　ｉ与ｊ相邻且ｉ≠ｊ
０　ｉ与ｊ不相邻或ｉ＝烅
烄

烆 ｊ

Ｗｇｅ ＝Ｗｇ×

ＡＧ１

∑ＡＧｉ


ＡＧｉ

∑ＡＧ

熿

燀

燄

燅ｉ

其中，Ｗｇｅ 中对角矩阵中的元素由ｉ地区人均ＧＤＰ年均值占所有地区人均ＧＤＰ年均值比重组

成，ＡＧｉ是区域ｉ的人均ＧＤＰ，∑ＡＧｉ是所有区域所有涉及年份人均ＧＤＰ的均值。表６第 （１）—
（３）列和第 （４）— （６）列分别为采用Ｗｂ和Ｗｇｅ进行估计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回归

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中，一二三产业集聚水平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相较基准回归 （如表５所示）

略有变化，但对大气污染水平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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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Ｗｂ Ｗｂ Ｗｂ Ｗｇｅ Ｗｇｅ Ｗｇｅ

ｌｎＰ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ｌｎＦＡ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７ －０．０１７ －０．６３１ －０．６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４６０） （０．５１６） （００９２） （１．９７５） （２．０５８）

（ｌｎＦＡ）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４ －０．５６２ －０．５６６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６） （０．１９７） （０．０３６） （０．７２６） （０．７５８）

ｌｎＳＡ －０．２６０＊ －０．８７４ －１．１３４ －０．１７５ －６．４７９＊ －６．６５５＊

（０．１５１） （０．９９５） （１．１１５） （０．１６３） （３．３１５） （３．４３３）

（ｌｎＳＡ）２　 １．１９１＊＊＊ ７．０２３＊＊＊ ８．２１４＊＊＊ １．９５８＊＊＊ ２７．８３３＊＊＊ ２９．７９０＊＊＊

（０．３１７） （２．５４０） （２．８２９） （０．４７９） （１０．６９５） （１１．１４３）

ｌｎＴＡ －０．３２６ －２．３０３＊ －２．６２９＊ －０．３８０ －１２．０６７＊＊ －１２．４４７＊＊

（０．２０３） （１．３９０） （１．５６８） （０．２７７） （５．９５９） （６．２０６）

（ｌｎＴＡ）２ －０．３４１＊ －２．６９８＊ －３．０３９＊ －０．４６８＊ －１０．０７９＊ －１０．５４８＊

（０．１８７） （１．４０８） （１．５８３） （０．２５２） （５．４３７） （５．６７３）

ｌｎＧ －２４．３５０＊＊＊ －１７１．４１２＊＊＊ －１９５．７６２＊＊＊ －４９．９２０＊＊＊ －９５６．７８０＊＊＊ －１００６．７００＊＊＊

（５．５５２） （４２．１９４） （４７．２３０） （１４．２４０） （３４２．８７４） （３５６．７８０）

（ｌｎＧ）２　 １．４６５＊＊＊ １０．１６８＊＊＊ １１．６３３＊＊＊ ２．９７７＊＊＊ ５６．７８８＊＊＊ ５９．７６５＊＊＊

（０．３３２） （２．５３１） （２．８３２） （０．８４９） （２０．４８３） （２１．３１３）

（ｌｎＧ）３ －０．０２９＊＊＊ －０．２０１＊＊＊ －０．２３０＊＊＊ －０．０５９＊＊＊ －１．１２２＊＊＊ －１．１８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７） （０．４０７） （０．４２３）

ｌｎ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４　 １．６０２＊＊ １．６５７＊＊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７８３） （０．８１６）

ｌｎＵＲ　 ０．０５６＊ ０．４３６＊ ０．４９２＊ ０．０７９＊＊ １．５７８＊ １．６５７＊

（０．０３４） （０．２６０） （０．２８８） （０．０４０） （０．８４４） （０．８７７）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０３ －０．２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１９８） （０．２０６）

ｌｎＦ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７＊＊＊ ０．０５７＊＊＊ １．２７３＊＊＊ １．３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３） （０．３２９） （０．３４１）

ρ ０．８６０＊＊＊ ０．８３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１）

组内Ｒ２　 ０．５１８　 ０．６３７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为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角度验证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

一二三产业集聚水平和大气污染之间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２＋２６”城市的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２）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对区

域大气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２＋２６”城市第一产业集聚水平对大气污染没有显著影响；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对大气污染均具有显著的本地和空间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负向的

影响。（３）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２６”城市经济发展与大气污染的本地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倒

Ｎ型曲线关系，对外开放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水平对大气污染具有负向的本地和空间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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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针对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２＋２６”城市应多方位实现一体化发展。建

议成立集产业整合、经济发展和大气污染联合治理功能为一体的跨区域管理机构，加强对产业结构
的跨区域合理调整和空间布局，同时坚持加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政策，为产业集聚和大气环境
的协调发展提供条件，从区域层面探索改善 “２＋２６”城市大气污染的最佳路径。第二，针对不同
产业应制定更为精准、各有侧重的差异化策略。在发挥各产业规模效应的同时实现大气环境治理改
善，一是要大力发展第一产业，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提升农业的现代化和集约
化水平，盘活乡村经济，实现产业经济与大气环境的双赢局面；二是针对第二产业，要促进工业转
型升级，严格工业企业的排放标准，淘汰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同时应当持续
鼓励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加大产业扶持力度；三是要推动第三产业集聚发展，将市场导向与政府推
动二者结合，一方面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应
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扶持，发挥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统筹协调作用，鼓励服务业集聚。第三，建议
提升引进企业的环保门槛。应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从区域角度实施统一的外资引进标准，鼓
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化整个区域的外资结构，提高引进外资
的绿色效益。第四，“２＋２６”城市各地方政府需合理规划城市化建设。杜绝盲目追求快速城市化，
遵循城市发展的整体进程，循序渐进、科学精准地对城市整体布局加以规划，注重构建绿色清洁的
公共交通模式，鼓励公众绿色低碳出行，减少城市化带来的大气污染。第五，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
相结合治理大气污染。应加大清洁能源发展的资金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引导区
域内部向绿色化、清洁化的能源结构转变；充分发挥政策驱动优势，控制区域大气污染水平，特别
要注意 “２＋２６”城市冬季燃煤问题，强化散煤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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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珮琪，等：三次产业集聚对大气污染的差异化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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